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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明英等：

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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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11家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和制度理论，构建了供应商绿色压力、高管环保意

识、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理论模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探讨了供应商绿色压力

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及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

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

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

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最后提出推动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发展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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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生态系统出现了资源枯竭和气候变暖等退化现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碳排放

（Shan et al，2021）。尽管国际社会在《巴黎协定》中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统一安排，在《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呼吁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但碳减排的目标仍远未实现。绿色创新行为是企业通过改进

措施优化资源使用（Burki et al，2019），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减轻环境污染（Burki和 Dahlstrom，2017），成为

管理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Aboelmaged，2018）。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列入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路线。在第七十五届联合

国大会上，中国政府提出 CO2排放力争 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绿色低碳发

展的过程中承担起大国责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交通运输和物流系统的发展，但交通运输部门是

CO2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加剧（Garcia et al，2017）。近年来，中国

交通运输业是能源消耗增速最快的行业之一，占全国能源消耗量的近 10%，CO2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近 9%
（Liu et al，2021）。2021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交通绿色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企业低碳转型成

为节能减排重点关注的问题，探究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于推动该行业绿色发

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目前主要集中于政府环境规制、利益相关

者压力和企业内部因素等方面。首先，关于政府环境规制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环境法规、技

术标准、行政处罚等）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环境税、补贴、生态补偿制度等）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但不

同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论不一，有些学者认为无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还是激励型环境

规制都能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但应该把握适中的强度（徐建中等，2017），也有学者指出命令型环境规制

过于严格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周迪等，2021），因而激励型环境规制效果更显著（范丹和孙晓

婷，2020）。其次，关于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及影响

研究。由于绿色创新行为的双重外部性，利益相关者压力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主要驱动力（Lee et al，
2018）。Kawai et al（2018）指出市场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实践。除了市场利益相关者，媒体和环保组织的关注、企业高层管理者、员工、股东也会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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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Tu和Wu，2021）。侯艳辉等（2021）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发现供应商和客户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

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可见，绿色创新对于应对来自供应商、顾客、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

压 力 至 关 重 要（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5），不 但 能 够 满 足 社 会 需 求 还 能 够 提 高 企 业 合 法 性

（García‑Sánchez et al，2020）。最后，企业内部因素主要基于高阶理论关注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创新行

为的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反映了高层管理者价值观，作为企业内部关键压力之一，高管的环保意识对企业环

境实践至关重要（Hambrick和Mason，1984）。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时，高层管理者根据自己对环保问题的认

知采取相应措施。学者们主要研究了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高管环保意识的调节作用

（Wang et al，2021；曹洪军和陈泽文，2017；邢丽云和俞会新，2020），发现具有较高环保意识的高管更倾向采

取积极态度应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关注企业的环境问题并制定环境战略。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

成果，但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单一视角展开，而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作为一项复杂活动涉及多层面互动。随着

社会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关注的提升，交通运输企业面临的供应商绿色压力如何影响其绿色创新行为有待

进一步研究。现有研究在以下三方面仍存在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驱动

因素和作用机制，而以服务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针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碳排放

效率（李铭泓等，2021）、能源效率（宋震和丛林，2016）、环境效率（陈磊和王应明，2018）等问题，而关注交通运

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第二，现有文献将高管看作是企业的一个核心利益相

关者，更多关注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高管环保意识在外部压力与企业绿

色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三，学者们研究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而关于政府环境规制是否及如何调节外部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鉴于此，本文基

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和制度理论，围绕供应商绿色压力如何影响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这一问

题展开研究，明确供应商绿色压力的直接作用，进一步分析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及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

作用，尽可能全面剖析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供应商绿色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方向，对于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发挥重要

的作用。交通运输企业不同于工业企业，不生产实物形态产品，主要为旅客和货主提供运输服务，其绿色创

新行为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包括采用新的运输技术、节能减排技术、除尘降噪技术等减

少运输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另一方面，从流程角度来看包括企业通过采购可回收原料、环保包装，为客户

提供环保的服务等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并降低污染。因此，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Zailani和 Iranmanesh，
2014；Yan et al，2016），本文把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分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他们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实践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但绿色创新活动

存在较高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压力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主要动力，与利益相关者保持信任和合作是企业环境决策的重要部分。企

业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整合资源与环境问题，离不开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彭雪蓉和魏江，2015）。企业

通过与供应商共同关注环境问题并参与环保实践有助于实现节能的目标（Yang和 Lin，2020）。供应商通过

技术变革，开发有助于节约能源和防止污染的产品创新为企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进一步激励企业开

展绿色创新（Aguilera‑Caracuel和 Ortiz‑De‑Mandojana，2013）。随着生态建设的开展，供应商对下游企业的选

择也越来越慎重，如果选择环保意识较低的企业，不但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也会影响其形象（Pujari，2006）。

因此，企业通过环境管理以满足具有环保意识的供应商的期望（Ye et al，2013），供应商的压力成为企业开展

绿色创新实践的重要驱动因素。

绿色创新过程中的协作和知识共享是绿色创新与传统创新的一个主要区别（González‑Moreno et al，
2019）。供应商绿色压力一方面体现在供应商与企业在整个营运过程中达成绿色共识并开展绿色管理协作；

另一方面体现在供应商与企业共享绿色信息并积极开展研发合作。因此，本文将供应商绿色压力分为绿色

过程协作和绿色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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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由于绿色创新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企业不愿单独开展绿色创新活动（Ma et al，2019），但通过与

供应链上的企业开展合作有助于提高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协作体现一种机制，涉及思想上对绿色

创新行为的共识和对绿色创新过程的共同规划（Garcés‑Ayerbe et al，2019）。首先，供应商与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对环境问题的共识，包括在采购、设计、生产交付等各环节对环保问题的态度，这需要双方

在绿色创新活动中投入资源和时间（Yen，2018）。其次，供应商是企业绿色资源的提供者，在供应链活动中

企业的绿色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商的影响，企业间合作也成为可持续业务的条件（Jabbour et al，
2015），不但能满足环境需求还能提高企业竞争优势（Saghiri和Mirzabeiki，2021）。最后，企业与供应商通过

联合规划和开发各个环节用于环境管理和环境解决方案，提高企业的合规性并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吸收以实

现绿色创新（Kong et al，2016）。在被调研企业中，A企业为了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通过与供应商合作在

多个地区建设了光伏发电站，以代替部分化石燃料产生的电力，加大了新能源车辆的应用，转变了能源使用

类型，减少了碳排放。B企业对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规模较大，通过与充电桩企业合作建立大型充电场站，以

满足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可见，在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车辆使用的情况下，企业除了关注新能源车辆购置优

惠措施，还会关注新能源车辆的配套设施是否完善，对于新能源车辆而言，如果充电设施不完善则会影响企

业采购新能源车辆的积极性。通过与充电桩企业开展合作满足车辆充电需求，为企业运输活动提供支持，从

而提升了企业采购新能源车辆的意愿。因此，就交通运输企业而言，供应商在各环节的参与和协作成为维护

企业之间业务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双方在互动中不但整合了环境问题，还能提高在该行业的竞争优势，在一

定程度上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a：
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H1a）。

2. 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绿色创新需要大量的研发投资，任何企业都无法单独采取绿色创新举措。因此，在实践中，企业可能会

与供应商、客户等结成联盟，在绿色创新方面进行合作。首先，绿色创新需要新技术和知识，而这在市场上并

不容易获得（Araújo和 Franco，2021），鉴于绿色创新技术的复杂性，企业之间的知识和信息分布不均，这就需

要企业间共享知识，利用彼此资源促进技术、知识的识别和吸收（崔日晓等，2019）。企业与供应商通过有效

利用外部知识，整合外部资源，不但分担了绿色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还可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回报（Melander
和 Pazirandeh，2019）。其次，信任对绿色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也具有重大影响，企业与供应商共享绿色知

识，以便能够寻求绿色创新所需的复杂技术（Vachon和 Klassen，2006），如果企业与供应商彼此不信任，则所

传达出的信息可能就会干扰理解，选择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企业绿色创新失败。可见，绿色知识共享是企业与

供应商合作的一个关键环节，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大量精力开发供应商的环境能力，通过共享绿色知识和研

发合作实现环境目标（Hojnik和 Ruzzier，2016）。在调研中发现，C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车辆的投入，与供应

商合作研发天然气燃料、氢燃料等新型燃料车辆，减少了能源的消耗。新型燃料车辆的使用不但降低了车辆

尾气中污染物质的排放，还降低了油耗成本。D企业与包装制造商联合研发推动了绿色包装的循环利用。

采用先进技术对包装进行改造大规模节约了原纸，通过降低包装厚度、推广电子运单等包装的减量化直接减

少了塑料的消耗。通过合作研发可降解环保材料替换传统包装材料，可循环包装增加了包装的重复利用次

数，推动了循环经济发展。可见，无论是新型燃料车辆的研发还是绿色包装的研发都符合国家发展绿色交通

的目标，但研发过程由于创新的风险大、投入高，单个企业不愿承担研发失败带来的损失，而通过知识共享，

有效利用外部知识开展合作研发，既分摊了创新的风险，也降低了单个企业创新的成本，进一步提升企业开

展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交通运输企业应通过与供应商共享知识和资源，提高技术的可操作性从而解决

运输过程中的高耗能和高污染问题。基于此，提出假设 1b：
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H1b）。

（二）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
高阶理论强调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因为人们会受所处环境的影响，根据偏好

和经验进行决策，特别是当外部压力不足时，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就成为影响企业运营的关键因素

（Dimaggio和 Powell，1983）。如果管理者非常关注企业环保问题则企业更倾向采取环保措施并主动承担起

社会责任。当高层管理者关注市场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影响时，就会感受到来自市场的绿色压力，从而进一步

27



技术经济 第 41 卷 第 5 期

提升企业创新性。高管的环保意识体现在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和环保收益意识两方面，环保风险意识即高管

是否意识到企业的经营对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环保收益意识即高管是否意识到企业绿色创新行为能够降

成本并带来收益。因此，当交通运输企业管理者意识到运输活动消耗了大量能源并对环境造成了空气污染、

噪声污染等时，就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同理，当管理者认为通过采购环保材料、包装、使用清洁能源和

绿色技术能够为企业长期发展带来更多利润并降低环境污染时，也会积极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首先，交通运输企业通过与供应商在整个业务流程中的合作，对创新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供应商通过

社会合法性压力使企业高管意识到与供应商在规划、生产和补给等环节进行合作，采购新能源车辆、可回收

材料和环保包装等，不但能够符合绿色供应商的评价标准，还能降低企业运输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并赢得

社会声誉。其次，由于绿色创新领域知识分布广泛，供应商通过与企业分享环保信息，共同研发新技术和产

品，分享知识经验，使企业间知识形成互补且节约了研发时间和成本。绿色知识共享能够使企业高管意识到

与供应商合作降低了单个企业的绿色创新成本，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从而推

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在调研中 A企业和 C企业均肯定了企业高管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他们指出

随着企业绿色责任意识的加强，不但交通运输企业对供应商的选择越来越慎重，而且供应商对交通运输企业

的选择标准也越来越高，供应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如果不能关注供应商的利益诉求则可能

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和长远发展。高层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看法，体现在他如何与企业外部的利益相

关者开展互动，是否会关注来自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市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供应商作为市场利益

相关者，其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影响高层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因此，具有环保意

识的高层管理者会重视来自供应商的压力，并通过合作方式将绿色创新理念传递到企业各个部门，从而推动

企业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设 2a和假设 2b：
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H2a）；

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H2b）。

（三）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制度理论将外部制度压力看作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将制度压力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

力和模仿压力，其中规制压力主要来自政府（Ben Amara和 Chen，2020）。政府通过制定规范性内容将环境需

求转化为明确的政策以约束企业的经营行为。政府环境规制不但促使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还能够

提升其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因此，当企业创新意识较低时，政府通过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开展绿

色创新实践。政府环境规制通常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

特征，主要是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法规、“三废”排放标准、惩罚措施等迫使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激

励型环境规制具有市场性特征，主要是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环境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降低企业绿色创新成

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首先，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法规来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政府的环保要求越高，就越能使企业感知

到来自供应商的绿色压力，交通运输企业通过开展绿色创新实践以满足供应商对环保客户的需求。在政府

强烈的环保要求下，交通运输企业会积极考虑与供应商在各环节的合作，如采购清洁能源、环保包装材料、建

立绿色沟通机制等，不断提高创新积极性以满足供应商的要求。面对严格的环境法规和节能减排标准，企业

和供应商会积极寻求开展绿色创新所需的资源，但企业作为独立的知识主体，很难同时掌握绿色创新所有条

件。因此，为了减少绿色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必须与供应商合作以获取外部知识，从而克服资源和能力

缺乏的障碍，有助于实现企业环境战略目标（Fernando和Wah，2017）。对于违反环保规定的企业加大处罚

力度，提高企业的违规成本，随着市场中“绿色”供应商的增加，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也随之增加。

其次，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环境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降低企业绿色采购成本。绿色创新活动的

研发过程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本，单个企业由于能力有限很难胜任，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为企业与供应商

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合作研发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在税收优惠、环境补贴等措施的激励下，进一步降低了

供应商与企业间合作进行绿色研发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政府的环境规制力

度越强，企业应对供应商绿色压力的感知越强，越能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意愿。在调研中 D企业指出，政府

出台的一系列推进包装绿色转型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与包装制造商的合作及绿色包装的落实。

E企业指出新能源车辆购置成本较高，且短期内收益不显著，但政府通过对采购或租用新能源车辆的企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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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环境补贴或税收优惠，降低了企业的车辆置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与新能源车辆制造商之间的

研发和采购。由于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会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仅靠市场压力很难提升创新的速度，这

就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和干预。因此，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帮助企业克服惯性，激发创新思维，投资于技术

改造。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抵消“成本效应”提升企业内在创新动力。总之，随着供应商参与的深

入和交通运输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合作创新可以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组合，但要提升企业参与创新的动

力，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环境法规和激励措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假设 3a和假设 3b：
政府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关系（H3a）；

政府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关系（H3b）。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本文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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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为了能够准确地描述问卷各变量及题项，在发放正式调查问卷之前广泛阅读文献、与部分交通运输企业

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目的对各题项进行修正。问卷采用 Likert5分制量表。

解释变量。合作伙伴的需求是企业间维护业务的条件，供应商的参与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重要

保障。本文借鉴侯艳辉等（2021）、Fernando和Wah（2017）的研究，将供应商绿色压力划分为绿色过程协作

（PC）和绿色知识共享（KS）两个维度。其中，绿色过程协作主要包括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对环保的认知和共

识、绿色管理沟通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共 5个测量题项；绿色知识共享主要包括企业与供应商通过获取相关

知识提高竞争力、共享环境信息等方面，共 4个测量题项。分值越高，表明供应商绿色压力越大。

被解释变量。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不同于工业企业，更侧重环保技术和运营流程等的改进。借

鉴 Zailani和 Iranmanesh（2014）、Yan et al（2016）的研究，将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划分为绿色技术创新

（TN）和绿色流程创新（PN）两个维度。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企业通过使用新技术降低能耗和排放、

使用清洁技术减少污染等方面，共 6个测量题项；绿色流程创新主要包括企业通过改进工艺降低有害物质排

放、规划运输路线、开展环境质量管理等方面，共 6个测量题项。分值越高，表明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越强。

中介变量。来自供应商的压力会影响企业高管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绿色创新行

为。借鉴曹洪军和陈泽文（2017）、邢丽云和俞会新（2020）的研究，将高管环保意识（HA）分为 7个测量题项，

主要包括高管对环保风险和环保收益等方面的认知。分值越高，表明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越高。

调节变量。借鉴侯艳辉等（2021）、邢丽云和俞会新（2020）的研究，将政府环境规制（ER）分为 6个测量题

项，主要包括企业面临的环境法律法规、政府为企业提供的环境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分值越高，表

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控制变量。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控制变量众多，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徐建中等，2017；侯艳辉等，

2021；邢丽云和俞会新，2020），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和企业性质（Own）作为控制变量。企业

规模反映企业人员、资产规模等情况，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拥有的资源越多。将企业规模分为 100人以下、

100~300人、300~500人和 500人以上 4个等级，分别赋值 1~4。企业年龄反映企业成立时间长短，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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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长意味着拥有的创新经验越丰富。将企业年龄分为 1~5年、6~10年、11~15年和 15年以上 4个等级，分别

赋值 1~4。企业性质为哑变量，通常认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和面临监管等方面有差异，将国

有企业赋值为 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 0。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1. 样本选择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收集样本数据，为确保样本数据的质量和回收率等问题，本文团队成员在前

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通过在线会议、面谈等多种方式明确各指标内涵。从 2020年 8月至 2020年 12月先后

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和山西进行调研。交通运输企业涵盖了公路运输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和

轨道交通运输企业等。调研对象必须是在交通运输企业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

2. 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收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样本预测试，于 2020年 6月至 2020年 8月进行。本问

卷各变量题项均借鉴已有成熟量表。团队成员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选择 10家代表性交通运输企业进行

深度访谈，根据研究目的完善问卷中测量题项并优化问卷结构。共发放 150份预调研问卷，回收问卷 134份，

问卷回收率 89.3%，得到有效问卷 12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4%。利用 SPSS19.0软件对小样本数据进行信

度和效度分析，所有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 0.7，说明各变量题

项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对各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的

Kaiser-Meyer-Olkin（KMO）值均大于 0.7，旋转成分矩阵各因子载荷均

大于 0.7，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进一步完善各题项设

置形成最终问卷进行发放。

第二阶段为正式测试，于 2020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进行。问卷

发放方式，一种是通过社会关系将纸质问卷直接发放给调查对象，发

放问卷 120份，回收问卷 97份。另一种是通过问卷调查平台生成电子

问卷发送给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150分，回收问卷 136份。两种方式共

发放问卷 270分，回收问卷 233份，问卷回收率为 86.3%，剔除无效问

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21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8.1%。调查对象基本

信息见表 1。
（三）模型建构

为了分析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及政府

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参考温忠麟等（2005）提出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过程，构建如下模型：

GN = β10 + β11 SP +∑λ 1i Controlsi + ε1 （1）
HA = β20 + β21 SP +∑λ 2i Controlsi + ε2 （2）

GN = β30 + β31 SP + β32 HA +∑λ 3i Controlsi + ε3 （3）
GN = β40 + β41 SP + β42 ER + β43 SP × ER +∑λ 4i Controlsi + ε4 （4）

其中：GN为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包含绿色技术创新（TN）和绿色流程创新（PN）；SP为供应商绿色压

力，包括绿色过程协作（PC）和绿色知识共享（KS）；HA为企业高管环保意识；ER为政府环境规制。Controls为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和企业性质（Own）；β10、β20、β30和 β40为回归的截距项；β11、β21、

β31、β32、β41、β42、β43和 λ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i为不同的控制变量。模型（1）检验供应

商绿色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若回归系数显著则利用模型（2）和模型（3）检验供应商绿色压力对

高管环保意识的影响及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若供应商绿

色压力回归系数均显著且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则为部分中介效应；若模型（2）中供应商绿色压力

回归系数显著，模型（3）中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但供应商绿色压力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

效应。模型（4）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若供应商绿色压

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且交互项 SP×ER显著，则存在调节效应。

表 1 企业基本信息

基本特征

企业规模

成立年限

企业性质

企业类型

属性

100人以下

100~300人
300~500人
500人以上

1~5年
6~10年
11~15年
15年以上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客运企业

货运企业

样本数

6
24
103
78
10
18
79
104
44
167
113
98

占比（%）
2.84
11.37
48.82
36.97
4.74
8.53
37.44
49.29
20.85
79.15
53.55
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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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调查中由于各变量不是直接测量，而是通过反映概念的题项进行测量，不可避免会产生测量误差，特

别是同一评分者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评分，基于个人的认知和经验，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本文利用

SPSS19.0软件，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第一个主因子解释了 28.66%的变

异情况，占方差总变异的 38.69%，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五）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软件 SPSS19.0 和软件 AMOS24.0 对最终样本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如表 2 所示，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信度，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8，可见，量表的可靠性较高。根据已

有研究，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量表效度。采用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和组合信

度（CR）判别量表的收敛效度。各题项因子载荷位于 0.717~0.875，AVE值均大于 0.5，CR值均大于 0.8，说明各

变量收敛效度良好。与此同时，发现表 3对角线上 AVE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

区分效度良好。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量表的拟合度检验指标较为理想，χ2/df均小于 3；GFI、NFI、IFI
和 CFI 的值均大于 0.9；RMSEA小于 0.08。

表 2 样本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变量

绿色过程协作
（PC）

绿色知识共享
（KS）

高管环保认知
（HA）

政府环境规制
（ER）

绿色技术创新
（TN）

绿色流程创新
（PN）

题项

PC1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对环保重要性达成共识

PC2企业主要供应商提出较高的环保要求

PC3企业主要供应商将环保作为评价企业声誉的重要标准

PC4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完善的绿色管理沟通机制

PC5企业与供应商普遍认为进行绿色创新会给企业带来好处

KS1企业与供应商通过绿色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KS2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共享环境信息

KS3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在流程设计和绿色整合方面开展合作

KS4企业与主要供应商联合研发并关注材料对环境的影响

HA1企业高管重视环保法规对本企业的影响

HA2企业高管重视本企业环境问题

HA3企业高管清楚本行业环保措施

HA4企业高管认为绿色环保行为可以提升本企业形象

HA5企业高管认为环保行为可以提升本企业经济绩效

HA6企业高管认为环保措施能够降低本企业成本

HA7企业高管认为环保行为可以提升本企业竞争力

ER1本企业面临的环境法规比较完善

ER2本企业面临的环境政策比较完善

ER3本企业面对的排污标准比较严格

ER4本企业若违反环境规制将受到严格处罚

ER5政府为本企业提供了相关的环保补贴

ER6政府减免了本企业相关环境税收

TN1企业重视绿色技术方面投资

TN2企业采用新运输技术减少能源消耗

TN3企业采用新运输技术减少气体排放

TN4企业采用清洁技术降低空气和噪声污染

TN5企业采用电子订购系统减少纸张浪费

TN6企业采用在线系统减少燃料使用

PN1企业改进工艺降低了有害物质的排放

PN2企业采购了节约能耗的产品

PN3企业为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制定了明确的计划

PN4企业为运输规划了最佳路线

PN5企业采用了环保废物处理工艺

PN6企业实施了全面环境质量管理

因子载荷

0.867
0.847
0.765
0.747
0.748
0.800
0.788
0.746
0.759
0.786
0.834
0.806
0.821
0.821
0.797
0.791
0.839
0.820
0.797
0.827
0.819
0.859
0.793
0.875
0.835
0.866
0.788
0.717
0.765
0.834
0.825
0.836
0.783
0.857

信效度指标

Alpha=0.908
AVE=0.634
CR=0.896

Alpha=0.848
AVE=0.598
CR=0.856

Alpha=0.911
AVE=0.653
CR=0.929

Alpha=0.907
AVE=0.684
CR=0.928

Alpha=0.924
AVE=0.663
CR=0.922

Alpha=0.925
AVE=0.668
CR=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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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检验了各变量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

由表 3可知，供应商绿色压力的两个维度与交通

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两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β =0.558，P＜0.01；β =0.439，P＜0.01；β =
0.499，P＜0.01；β=0.549，P＜0.01）；供应商绿色压

力的两个维度与高管环保意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β=0.452，P＜0.01；β=0.510，P＜0.01）；高管环保

意识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两个维度均

呈现显著的正相关（β=0.499，P＜0.01；β=0.470，
P＜0.01）。可见，自变量与因变量及中介变量均

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呈现显著

的正相关。此外，各变量的 VIF系数均小于 10，说
明样本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供应商绿色压力、高管环保意识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见表 4，

模型 1和模型 5检验了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在

引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供应商绿色压力纳入模型 2和模型 6，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β=0.416，P＜0.001）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179，P＜0.05）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商绿色知

识共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234，P＜0.05）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457，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因此，假设 H1a和 H1b通过验证。可见，供应商通过与交通运输企业就绿色创新行为达成环保共识、建

立完善的绿色沟通机制、共享环境信息等行为促进了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实践。

表 4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表

因变量

控制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Size

Age

Own

PC

KS

HA

R2

F

绿色技术创新

模型 1
0.029
0.208*
0.094

0.050
3.638*

模型 2
0.010
0.164*
-0.005
0.416***
0.234*

0.363
23.405***

模型 3
-0.008
0.175*
0.005
0.383***
0.173*
0.189*
0.380
20.818***

模型 4
-0.026
0.224*
0.075

0.497***
0.207
13.406***

绿色流程创新

模型 5
0.033
0.065
0.273*

0.038
2.755*

模型 6
0.011
0.036
0.151
0.179*
0.457***

0.320
19.337***

模型 7
-0.018
0.055
0.168+
0.126*
0.358***
0.308***
0.366
19.658***

模型 8
-0.029
0.083
0.250*

0.563***
0.252
17.334***

高管环保意识

模型 9
0.112*
-0.032
0.040

0.033
2.598*

模型 10
0.094*
-0.059
-0.054
0.173*
0.318***

0.299
17.471***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此外，检验了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首先，检验

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前文已经证实。其次，检验供应商绿

色过程协作和绿色知识共享对高管环保意识的正向影响，模型 10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高管环

保意识（β=0.173，P＜0.05）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高管环保意识（β=0.318，P＜0.001）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检验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 4和模型 8结果显示，高管环保

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497，P＜0.001）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563，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最后，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纳入模型 3和模型 7，通过对比模型 3与模型 2的回归结果发

现，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383，P＜0.001），供应商绿色知识

共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173，P＜0.05），且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

（β=0.189，P＜0.05）；通过对比模型 7与模型 6的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企业绿色流程创新的

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126，P＜0.05），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流程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

表 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Size
2 Age
3 Own
4 PC
5 KS
6 HA
7 ER
8 TN
9 PN
均值

标准差

1
1

0.223**
0.168*
0.054
0.082
0.144*
0.063
0.085
0.078
3.199
0.748

2

1
0.164*
0.100
0.075
-0.001
0.096
0.214**
0.099
3.441
0.669

3

1
0.084
0.159*
0.047
-0.036
0.092
0.179**
0.791
0.407

4

0.796

0.678**
0.452**
0.343**
0.558**
0.439**
3.967
0.661

5

0.773

0.510**
0.350**
0.499**
0.549**
3.831
0.666

6

0.808

0.327**
0.499**
0.470**
4.185
0.566

7

0.827

0.453**
0.358**
4.090
0.666

8

0.814

0.559**
4.028
0.702

9

0.817

4.018
0.682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对角线上加粗的值为各变量 AVE的平
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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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358，P＜0.001），且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308，P＜0.001）。说明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

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2a和
H2b通过验证。可见，当具有较高环保意识的企业高管感知到来自供应商的环保合作需求，并与供应商积极

共享环保知识和环境信息、合作开展绿色研发时，就会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

根据运输对象的不同，交通运输企业的业务分为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为了进一步考察供应商绿色压

力对客运企业和货运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对 211份样本数据分类进行检验，其中客

运企业占 53.6%，货运企业占 46.4%，检验结果见表 5和表 6。从表 5中可以看出，模型 12和模型 16结果显示

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客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265，P＜0.05）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232，P＜0.05）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389，P＜0.001）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

（β=0.472，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20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高管环保意识（β=
0.152，P＜0.05）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高管环保意识（β=0.307，P＜0.01）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模型 14和模型 18结果显示，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592，P＜0.01）和企业绿色流程

创新（β=0.591，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对比模型 13与模型 12的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绿色过

程协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217，P＜0.05），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291，P＜0.01），且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316，P＜0.01）；通

过对比模型 17与模型 16的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企业绿色流程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

（β=0.191，P＜0.05），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流程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389，P＜0.001），

且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71，P＜0.001）。说明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

绿色知识共享与客运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 5 供应商绿色压力对客运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表

因变量

控制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Size

Age

Own

PC

KS

HA

R2

F

绿色技术创新

模型 11
-0.009
0.204*
0.217

0.063
2.447*

模型 12
-0.017
0.188*
0.081
0.265*
0.389***

0.415
15.208***

模型 13
-0.060
0.205**
0.098
0.217*
0.291**
0.316**
0.468
15.539***

模型 14
-0.092
0.230**
0.191

0.592**
0.309
12.095***

绿色流程创新

模型 15
-0.027
0.107
0.482**

0.096
3.847*

模型 16
-0.037
0.090
0.330**
0.232*
0.472***

0.509
22.178***

模型 17
-0.073
0.105
0.345**
0.191+
0.389***
0.271**
0.547
21.317***

模型 18
-0.111
0.133
0.456**

0.591***
0.338
13.759***

高管环保意识

模型 19
0.141*
-0.044
0.045

0.079
2.473*

模型 20
0.135*
-0.055
-0.054
0.152*
0.307**

0.282
8.424***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从表 6中可以看出，模型 22和模型 26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货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

0.593，P＜0.001）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227，P＜0.05）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β=0.321，P＜0.01）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399，P＜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30结
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高管环保意识（β=0.183，P＜0.05）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

对高管环保意识（β=0.361，P＜0.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24和模型 28结果显示，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β=0.387，P＜0.01）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β=0.542，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对比

模型 23与模型 22的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
0.488，P＜0.001），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213，P＜0.05），且

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23，P＜0.05）；通过对比模型 27与模型 26的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绿色

过程协作对企业绿色流程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148，P＜0.05），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

流程创新的回归系数下降且显著（β=0.251，P＜0.05），且高管环保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410，P＜0.01）。

说明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货运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通过对比表 5和表 6发现供应商绿色压力对客运企业和货运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均会产生正向影

响，且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不同维度间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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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供应商绿色压力对货运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表

因变量

控制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Size

Age

Own

PC

KS

HA

R2

F

绿色技术创新

模型 21
0.099
0.235*
-0.051

0.072
2.734*

模型 22
0.060
0.140
-0.090
0.593***
0.321**

0.356
10.158***

模型 23
0.061
0.143
-0.088
0.488***
0.213*
0.123*
0.356
8.380***

模型 24
0.084
0.253*
-0.066

0.387**
0.368
3.631**

绿色流程创新

模型 25
0.107
0.036
0.037

0.083
2.806*

模型 26
0.062
0.004
-0.052
0.227*
0.399**

0.158
3.463**

模型 27
0.067
0.046
-0.032
0.148+
0.251*
0.410**
0.228
4.484***

模型 28
0.086
0.062
0.015

0.542***
0.199
5.758***

高管环保意识

模型 29
0.040
-0.047
0.040

0.066
2.598*

模型 30
-0.011
-0.100
-0.050
0.183*
0.361***

0.346
9.746***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由于供应商绿色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检验内生性问题，结果见表 7。Sargan检验结果显示工具变量选择具有一定合理性。从模型 31和 32可以看

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β=0.920，P＜0.01）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β=0.865，P＜0.01）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 DWH检验 P＜0.05可知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说明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也会对供应商产生压力，通过提高

供应商选择标准而推动供应商积极开展研发并提供环保的资源。从模型 33和 34可以看出，供应商绿色过程

协作（β=0.731，P＜0.01）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β=0.673，P＜0.01）对企业绿色流程创新均产生了显著的正

向影响。根据 DWH检验 P＞0.05可知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流程创新之

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同时采用 Preacher和 Hayes（2008）提出

的 Bootstrap方法对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效应

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 8，共有 4条路径，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因此，假设 H2a
和H2b通过验证。

（三）调节效应检验

在进行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检验

前，对相关变量进行去中心化以避免多重共

线性问题。将自变量的两个维度与调节变

量纳入模型 35和模型 37，并逐步将自变量的

两个维度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 36
和模型 38，检验结果见表 9。

模型 36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与政

府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

与政府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均对交通运输企

业 绿 色 技 术 创 新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β =
0.277，P＜0.01； β=0.177，P＜0.05）；模型 38
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与政府环境规制

的交互项、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政府环境

规制的交互项均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流程

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7，P＜0.05；
β=0.154，P＜0.05）。说明政府环境规制正向

调节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

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

关系。因此，假设H3a和H3b通过验证。

表 7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PC
KS
R2

Wald卡方值

DWH检验

Sargan检验

TN
模型 31
0.920**

0.329
22.113**
0.040
0.361

模型 32

0.865**
0.194
17.815**
0.035
0.353

PN
模型 33
0.731**

0.354
13.641**
0.356
0.443

模型 34

0.673**
0.322
12.061**
0.543
0.434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表 8 中介效应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绿色过程协作‑高管环保意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过程协作‑高管环保意识‑绿色流程创新

绿色知识共享‑高管环保意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知识共享‑高管环保意识‑绿色流程创新

效应值

0.034
0.029
0.053
0.109

Bias‑Corrected 95% CI
Lower
0.023
0.012
0.001
0.002

Upper
0.185
0.188
0.207
0.286

P
0.023
0.043
0.028
0.048

表 9 政府环境规制调节效应检验

因变量

控制变量

自变量

调节变量

Size
Age
Own
PC
KS
ER

交互项

PC×ER
KS×ER
R2

F

绿色技术创新

模型 35
0.001
0.144*
0.043
0.363***
0.168*
0.22***

0.424
25.006***

模型 36
-0.005
0.145*
0.029
0.281**
0.210**
0.285***

0.277**
0.177*
0.450
20.622***

绿色流程创新

模型 37
0.005
0.023
0.184+
0.194**
0.412***
0.192**

0.350
18.320***

模型 38
0.013
0.028
0.186+
0.142*
0.418***
0.157*

0.127*
0.154*
0.331
14.589***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34



边明英等：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以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和制度理论构建了供应商绿色压力、高管

环保意识、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揭示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

为的影响及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和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合 211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 SPSS和
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一）研究结论
第一，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均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说明，在绿色发展背景下，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传播，供应商与企业就环保问题达成共识、对交通运输

企业提出较高的环保要求、积极建立绿色沟通机制等为企业提供清洁能源、原材料和包装等能够提高企业对

环保问题的认知。供应商与交通运输企业共同致力于绿色过程协作和解决问题，将双方的资源和能力相结

合，专注于环境目标，能够提高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效率、提升对市场的反映速度并获取竞争优势。这

种协作是一个业务流程，由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计划和执行运营以实现共同目标，交通运输企业在这个过程

中充分掌握市场发展动态，不但有利于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供应商

与企业共享绿色知识联合研发，降低了单个企业研发成本和创新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

新的积极性。绿色创新是一个获取新知识和信息、整合不同来源的各种知识，并将知识应用到生产和运营过

程中以创造价值的过程，知识和信息的共享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对于供应链上所有企业的整合都至关重要。

交通运输企业通过与供应商共享环境信息和知识，推动了新能源的开发、清洁技术的应用，是提高绿色创新

效率的重要途径。

第二，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高管作为企业决策层对企业战略的制定起到关键作用，已有研究成果已经发现高管的环保

意识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供

应商通过绿色过程协作和绿色知识共享，将绿色创新的压力传递给企业管理层，当管理者意识到采购新能源

车辆、清洁能源、环保包装等行为能降低企业运输过程中的污染时就会积极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当管理者意

识到与供应商共享环境信息，共同研发新技术能够降低研发成本且从长远来看会提高企业竞争力时就会加

强与供应商的绿色合作。高层管理者对来自企业外部压力的感知取决于其对环保问题的认知和态度，高管

环保意识是供应商绿色合作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之间的桥梁，它将感受到的外部压力传递给企业各个

部门，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第三，政府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

正向调节作用。已有研究成果运用制度理论考察了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政府环境规制、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流程创新

同时纳入研究框架，考察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政府通过制定环境法规、排污标准等提

高供应商环保标准，从而使交通运输企业主动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以符合供应商的需求，政府通过绿色补贴和

税收优惠等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绿色采购成本和研发成本，从而激励交通运输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政府

制定的环境法规或提供环境补贴的力度越大，供应商通过加强与交通运输企业的合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推

动作用就越大，政府的调节和干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理论贡献
对于理解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丰富了供应商绿色压力的研究维度。已有研究将供应商绿色压力看作单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本

文将供应商绿色压力进一步划分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两个维度，同时，将交通运输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划分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两个维度。分别验证了供应商绿色压力两个维度对

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两个维度的影响，为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其次，考察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

间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供应商

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高管环保意识‑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路径，为后续

研究拓展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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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现有成果认为政府环境规制和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多数研

究从单一层面分别讨论这两个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政府环境规制在供应商

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对政府环境

规制和供应商绿色压力的驱动作用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三）实践启示
1. 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建议

政府要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为交通运输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创造良好的氛围。

首先，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节能减排标准等命令型环境规制，加

强监管力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方面可以强制交通运输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规范其运营行为；另一方面

限制供应商的生产活动，通过提供新能源运输工具、清洁能源、环保包装和原材料等，对交通运输企业的采购

施加环保压力，从而提高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意愿。同时，对于违反规定的企业进行严格惩罚，做到“违法

必究”。

其次，政府通过制定灵活的激励型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除了提供税收优惠和环境补贴

之外，还可以提供相应的环保信息和技术支持、为企业提供环保专项扶持基金，也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随时

调整环保政策。既要鼓励供应商提供环保原材料、产品，又要激励交通运输企业开展绿色采购，支持供应商

和交通运输企业之间的绿色合作，通过建立绿色沟通机制、联合研发降低绿色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交通

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

最后，采取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有效组合的方式，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顺利开展。在初期

采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由于绿色创新行为的高成本和风险

性，政府应当以激励型环境规制为主，辅以必要的命令型环境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分行业特点和企业类

型，灵活调整不同环境规制的比例和力度，才能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可持续性。

2. 对交通运输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启示

交通运输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环保问题的认知对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起到关键作用。首先，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离不开市场，企业高管应该密切关注政府的环境政策和供应商需求的变化，把握市场动态，通过调整企

业的经营行为降低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环境决策的制定者，要不断参加学习

和培训，借鉴有效环保手段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上升到战略层面，不断

更新观念，主动与供应商开展绿色合作，也可以对供应商企业制定严格的筛选标准，既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吸

取新技术和新知识，降低本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也可以通过双向压力推动供应商和企业共同绿色发展。

最后，由于员工是企业经营中的具体执行者，高管要将先进的环保理念传达给员工，通过为员工开展绿色知

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全员的绿色创新意识，并提供适当的奖励，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

（四）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细分维度考察了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时探讨了高管环保意识的中

介作用和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补充了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适用领域，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以

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但由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取因此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这些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公路

运输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和轨道交通运输企业，尚未涵盖所有的交通运输企业。因此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大调

研样本范围，以验证本文结论。第二，重点考察了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但

市场压力中除了供应商压力还有来自客户的压力，甚至只考虑市场压力也不足以全面分析交通运输企业绿

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因为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驱动因素各异。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多层

面尝试探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驱动因素的作用。第三，只考察了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和政府环境规制

的调节作用，未来还应考察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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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uppliers’Green Pressure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of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Bian Mingying1，2，Yu Huixin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2.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Boustead College，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211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a theoretical model between suppliers’green pressure，top managers’environmental awareness，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nd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was constructed. Us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method to test，the impact of suppliers’green pressure on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was explored，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op managers’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as further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ppliers’green process collaboration and suppliers’green knowledge sharing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Top managers’environmental awareness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uppliers’green process collaboration，suppliers’gr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iers’green process collaboration，suppliers’
gr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Finally，it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to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Keywords：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suppliers’green pressure；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op managers’environmental
awareness；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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